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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這篇文章皆在從921地震災後的救災及重建過程中，民間自發性的動員以及

官方政策的制訂等兩個角度，來檢視「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過去將近十年的實踐

成果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力。然而在指出社區總體營造的進步性之後，作者並指出

社區總體營造以往所沿用的工作模式及思考方法，在複雜的災後重建的脈絡中可
能遭遇到的限制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impact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s'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by scrutinizing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scue and recovery work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in 1999 led by govemment as well as the civil side. Despite 

the progress in the rescu巴 and recovery work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o acquire further achievement，出e existing practice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s' by professionals and community workers needs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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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區總體營造十年的回顧

1. 1 社區總體營造一一個政治的議程

社區總體營造，作為八 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轉向九 0年代的市民運動此一社會過

程的概稱，已逐漸引起學界的研究興趣。關於「社區總體營造」的定義、政策緣起、實踐原

則、觀念發展等問題，由於已有其他研究者的專文討論，我將不在本文中進行處理。我感到

興趣的是，環繞著「社區總體營造」概念所衍生的社會實踐，有著何種的理論意涵?正如陳

其南教授所指出的，社區總體營造是跟台灣社會的政治變化緊密連結在一起的(陳其南、陳

瑞樺， 1997) 。 那麼，九 0年代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叉完成了什麼樣的政治議程?

更重要的，在九 0年代結束前發生了災情慘重的921大地震。在此之際，民間自發性服

災及重建工作的成功與否，一方面正是對過去十年間社區營造成果的總驗收。另一方面，對

於這個社會危機的處理，也暫時打亂了原有社會的政治權力體系l 。這些游離在制度之外的

可能性，在地震之前的非危機狀態中，不具有促使它出現的社會條件。那麼，在地震之後，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做為一種社會改造的進路，對於官方的重建方向叉發揮了哪些影響?或是

，其不及之處，暴露了哪些前一階段的社區總體營造尚未釐清的歷史債務?如果在下一個歷

史階段，社區總體營造仍將是重建社會的綱告頁所繫，它叉將面臨哪些挑戰呢?

1.2 從全面抵抗到在地作戰一社區總體營造VS.全球化

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在台灣的實踐，是極其複雜的 。雖然我在數年前的碩士論文中，試圖

將社區總體營造論述與本土化的政治情境做一連結:

仔細分析這樣(:f土區熱潮)風氣的興起來自於兩個不同的取向，一邊是草根的

新興自治型社區如雨後春筍般的竄起;抗爭型社區因抵抗國家不當規劃或資本

的入侵行動而形成組織，長期經營的社區蹲點及社區歷史的重建則是以地方認

l 舉例來說，其模式有國家繞道而行(緊急命令之下繞過縣、紋，中央直達鄉鎮)、不同層紋的整合與協力(外縣市

認養災區鄉鎮)、民間團體對國家在多個層級上的合作與監督(全盟/行政院，民間團體認養地方公共設施)、民

間團體與專業固體的相互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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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在全球化過程中被去領域化( de-t巳rritorialization ) 的地點，經由規劃實踐的再領

域化 (r巴拉伯torialization) ，達到一種「將流動空間草根化 J (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 

)的可能性，看來是在難以進行全面抵抗的全球化時代，激進的規劃者所能採取的在地作戰

策略。而我的觀察是， I社區總體營造」的戰略 ，儘管仍不夠純熟，卻有聯繫上這個發展的

潛力。

同為動員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社區議題興起的另一個動力卻是來自國家的倡

議:在國家體質轉型、政經力量重要且，同時也尋求新的相應的文化意識形態以

召喚不同的群體的過程中 2 ，國家領導人以「生命共同體」意識作為民間力量的

的語言論述;同時以文建會的社區文化建設為主體，透過行政資源的分配，試

圖在社區的議題取得領導權，建構新國家的文化主調 J (黃麗玲， 1995) 。

1. 3 社區總體營造VS.現代國家(modem state)一小論戰呆

我們看到社區總體營造催生7台灣社會的文化主體逐漸浮現:客家、婦女、原住民呈現

文化的多樣性，以對抗現代性國民的身份認同。這部份是與台灣社會的政治進步同步的。在

這裡社區總體營造所爭取的不僅是文化認同的課題，更關乎認可( recognition )與權力 (power

〉。社區總體營造經由一種地域的實踐，承認了多樣的社會價值。在日本，一九八 0年代所

提出來的造盯運動 ， 以居民自發性地參與社區、村落共同體的公共事務，來抵抗國家與大財

團的不當開發。在農漁村地區，造田丁的議題更是對於一九五 0年代以來的國家的「都市化志

向」、「近代化志向」進行挑戰。農村在因應此一現實難題的情境下所發展出來的產業振興運

動，企圖結合地方特色與傳統工藝 、 產業，共同再造地方生機3 。而平行於這個方向，在台

灣則以社區總體營造的面貌出現。例如，新港文教基金會十多年來的工作成果，扭轉了城鄉

文化失衡情境下，鄉村社會注定文化貧弱的命運，甚至透過生活服務的整備、藝丈活動的引

入、以及國際活動的舉辦，建立了小鎮的人文價值;宜蘭縣政府則代表了一個擺脫發展中國

家一味追求工業發展的路徑，而試圖以「文化立縣」樹立地方政府的願景;台北縣三芝鄉的

社區總體營造則是從做為台北邊緣的鄉村聚落，經由有機農業及生態、旅遊抵抗惡質的都市旅

避的壓力;而偏遠的澎湖二跌的社區媽媽則在社區總體營造過程中，經由生產班的組織，擁

有了自己的發言權;台東白光勝牧師的部落屋計畫，則是在國家的外勞政策使原住民進一步

失業化的劣勢下，成為吸引原住民青年回鄉的社區復興計畫。上述的種種實踐，以一種故鄉

的呼喚進行對國家的抵抗，拒絕作為在為了建立現代國家的國土利用計畫中被迫流失的主體

1. 3.1 以故鄉認同作為抵抗現代性國家的武器

然而，幾年之後社區總體營造實踐的複雜性，使我必須承認，作為一篇在早期開始對社
區總體營造提出觀察的論文，我所使用的理論模式相對來說是過於簡單的。當時關心的焦點
在於文史團體的自主性、被國家體制收編與否、社區總體營造中的文化主體過於單一等等問
題。對照於事後幾年的發展，深覺得自己當時的批判是不夠準確的。雖然這也有可能是由於
陳其南在1997年去職，文建會對社區總體營造的預算大量減少後，使社區工作者轉而發展出
更多面向的工作模式以及資源連結的可能性。然而，進一步的反省使我意識到，當時將社區
，帽、體營造產生的脈細堇置放於台灣的島內政治來考察，正因為過於集中對「國家機器 I VS 

l 民間社會」的論述模式，我因而喪失了某些觀察的線索。也許這反映了當時行動者濤在的
焦慮，畢竟從社會運動轉化到社區運動的十年中，不斷地質疑如何面對國家，是累積下來的
最大的歷史資產，儘管要應付新的情境，它已顯得有所不足。

這個不足，正是新的全球化的情境所帶來的挑戰:文化多樣性的需求、公共性的課題、

區域動力的改變、文化及象徵經濟對生活世界產生的變化..等種種課題。當我還試圖把「社
區總體營造」置放於一個與國族國家對趾的「現代性計畫」來加以論述，其實它的實踐已經
連結上，[宵，[背全球化的政治過程。

如果不們擺脫常規式的規劃教育對規劃角色的認定，而採取將從事社區營造的工作者都
視為是「社區生活的規劃者」的視角，規劃學者李歐妮﹒珊卓拉克(Leonie Sandercock)的觀
點從台灣的脈絡來解讀，就有另一層新的意義。她指出，全球化的經濟過程中，急邊的社會
變化的六個面向，分別是:都市化過程、區域性的以及跨區域性的經濟成長及變遷過程、城
市建造的過程、文化的差異與變遷、自然的轉化、都市政治以及賦權。而上述持續轉變的計
會過程與每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也是規劃者最緊密的工作任務。她並強調，規劃的工作是
一種不斷的倫理質疑，規劃者必須要回應在全球化經濟的無上律令之下，造成新的邊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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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 a new geography of marginality )的課題。這些邊緣性地域，如何能經由規劃者的實

踐，轉化為策略性的地域( strategic localities ) ，是後現代規劃中的新任務 (Sandercock， 1997 

3 (地域文化計畫的展開一北台灣地方文化發展會議會議資料 ) , p1l9. 
2 此處拾的是整體政治文化朝 「本土化」轉移。

悉，亡之三學a詰EZ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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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社區總體營造與另類地方願景

然而在拒絕了現代國家權力之外，相對於中央政府的僵化，靈活的社區還更進一步地回

應了全球化的課題。一方面是，在城市及區域的動力逐漸浮現的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單位對

於地方的管治逐漸失靈，但同時，傳統的國家合法性的問題仍然存在，使國家仍必須對地方

的要求提出回應。另一方面，新的全球化的經濟特性，帶動了新的地域競爭。而區域特性、

社會學習、社區網絡則在此一階段中成為地域競爭中主要的利基，社區的積極工作者更成為

創造此一利基的作用者。新的全球時代，生產資料中智力變為最具有競爭能力的一環。而台

灣的人力素質與應變能力，可能讓我們在全球競爭中擁有利基。從這個角度來看，社區總體

營造中所推動的「終身學習 J '或引發的制度變革如社區大學、教育改革，是聯繫上人的改

造與地方競爭力及創新能力的一個新的社會轉化的途徑。甚至地方工作者的實踐也能聯繫上

其他的生產原料，如農業的附加價值的提高，生態文化旅遊，或者以人的特性創造出地域的

特性。所謂的地域設計與經營，成為一個新的議題。而這些方向，在前一階段的社區總體營

造過程中已逐漸匯聚成形。

1.3 . 3 不同主體中的公共性的營造

我們當然不能拒絕根據社區主義所進行的實踐中，的確存在著淪落為狹隘的「部落主義

」的可能性與危險性。例如在一些都市社區中，社區的改造及動員與「不要在我家後院」或

者是希冀社區轉向「高級化 J (晉紳化) (gentrification) ，以創造及保衛房地產價值的主流價

值相吻合(縱使形式是矛盾的)。然而，在台灣，社區主義的浮現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兩者之

間的關係'有極其複雜的理論意涵，有待研究者的進一步探討。在這裡僅能指出，在實踐中

，社區主義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在許多層次上作用。社區主體的浮現，與國家、家庭、派系、

學校等既有的社會組織，發生了多種互動，進而可能強化、也可能弱化上述其他的認同。我

們有許多的社區動員的例子可以解釋上述的各種模式。也許，社區主義的風潮之下，更重要

的正是去分析其多樣面貌，以及分析各新社區主體與前一個歷史階段的各主體、價值之間的

分合。例如，林正修指出，台北市永康社區經由搶救公園的議題而開始其社區營造。然而從

公園環境改善到提昇整體社區文化形象及商業服務的層級之中，整個過程的確存在著「高級

化J (gentrification) 的弔詭。這也說明了進步式規劃若只著眼於處理實質環境的問題，反而
會對結構性的問題習焉不察，而這正是規劃者最大的自我挑戰。然而，他仍進一步指出，永

康社區在公園的參與式設計過程中，的確也展現了它作為中產階級社區的另一層進步性，例

如居民經由銅像遷移與否而進行了政治性的對話;對於巷道停車問題，則是在精確的利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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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來打造社區公共性的基礎;而在社區綠化的議題上，則可以看到環境改善與生態運動聯

繫的潛力(林正修， 1997) 。

也許社區主義如何能避免部落主義的危險，其關鍵在於需要在道德原則上加上理性化原

則的實踐，並更進一步聯繫上制度性的資源及力量。這的確是上一階段的社區運動中相對來

說尚未發展成熟的一部份。一方面，在社區範圍之內，內部仍缺乏較為組織化、受社區憲章

監督自律的群體，而比較停留在道德的或人情網絡的層次運作;另一方面，在社區之外，雖

己有一些新的法令與制度變革出現，但對長久以來封閉的都市計畫決策體系來說，影響還不

足夠4 。目前，大多數的社區實踐的成敗的主要關鍵仍然依賴於人的因素，例如有遠見的政

府官員或是社區熱心的社會人士。或許這正是某些學者批評社區主義仍未過渡到自由主義的

一個特徵。然而，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對於以社區為基礎所提出的多樣性價值，正是鬆動發

展中國家一元化價值體系的主要力量。即便社區使用的是「故鄉認同」的語言，在大多數的

社區實踐中，它往往直接聯繫上土地的合理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政策的決策透明化的要求

，經由這些符合現代性/自由主義原則的公共政治過程，來打造可能被視為前現代的/保守

性的「故鄉願景」。在這裡，雖然還有一些細微的問題值得探討5 ，但可以肯定的是， I新故

鄉運動」中的故鄉概念，早已有異於「黃昏的故鄉」中的故鄉。

1.4 靈活的去中心化的抵抗策略

從上面的幾點分析之中，我的目的在於指出社區總體營造過程的多種政治面貌。無論是

李遠哲所說的，當政治行政部門無法跳脫其限制性，只能寄望民間社會從不同的專業立場推

出一個以社區營造為主要策略的永續社會改造方向(李遠哲， 1997) ;或是陳其南所指出的

，一方面透過國家行政的內部改革，男一方面經由居民組織，從社區開始實踐民主化與公共

性的概念;或是文史團體所提出經由文化尋根再造地方的策略;抑或是空間專業者以空問事

務實踐居民參與的草根政治，社區營造的種種路線都是十分政治取向的。在這一點上，我同

意陳其南所指出的: I社區營造」觀念的提出使社區運動和專業者重新找到了新的空間與著

4 一些已經出現的制度性變動如.在永康社區的積極推動之下，內政部修改了原有的「一個社區行政範圍內只能設

立一個社區發展協會」的規定;另一個例子則是，從1998年開始，台北市開始試辦「社區規劃師制度 J '並將都

市計畫相關的公聽會、民眾參與的程序加以法治化。

5 我在本文最後一節對於「鄉愁」的作用有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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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點，也直接扣緊國家體制、文化政策、地方和環境生態的意識，而做為一種靈活的去中心

化的後現代抵制策略(陳其南， 1999) 。

雖然陳其南認為，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和最主要課題乃在於市民社會理想中「社區

共同體」的建立(陳其南， 1999) ，然而呼應他所提出來的「去中心的後現代抵制策略」的

觀點，我卻願意更進一步指出， ，-社區共同體」不僅是一個經由抵抗或追求另類出路而形成

的主體，它的潛力在於，在主體分裂、利益各殊、發聲強過對話的後現代政治地景中，社區

總體營造卻可能是一個邊界較為開放、能夠反向操作的實踐主體。社區總體營造中所謂的「

社區」並非是在大海中建起孤島的戰壞。相反的，它的戰力正來自於在現實情境中不斷地經

由主動或被迫地，尋求與本身疆界之外的地域展開對話。因為在變遷快速的台灣政治情境中

，只有處在動力狀態中的社區組織才不會如泡沫般消失。狹隘的社區主義的確可能是以一種

抵抗性、甚至排斥性認同為基礎的( Castells, 1997，第一章)。但在台灣，我的觀察是，不能

否認組暴的社區自利行動的存在，然而反動式的社區主義卻沒有辦法得到太多的社會共鳴。

我認為，弔詭的是，這也許正是前一階段的社會運動的所強調的社會性目標及公共價值為今

日社會留下的遺產。

2.新的政治佈局-921地震所帶來的新課題

在間別千年之際，台灣發生了百年來的地震，造成三千一百多人死亡。國家地震研究單

位比對確定， 1999年的921地震創下延時最久、以及霞源分散最廣的世界記錄6 。整個造成的

新崩塌面積，高達七千二百八十五公頃，佔台灣總面積的千分之二點六7 。而由行政院主計

處所發佈的921大地震分析報告指出，這次大地震已經造成我國高達三千億元新台幣的財物

損失，佔GDP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三點三，高於九五年日本阪神地震以及九四年加州北嶺地震

對日、美兩國的影響，顯示台灣受創的程度十分嚴重8 。

然而， 921大地震不只是一個大破壞，同時也是新社會動力浮現的歷史契機。如果正如

前面所說的，整個社區總體營造扣緊了台灣政治而變化。那麼，在地震之後，新的政治形式

出現了。歷史機會已被給定，問題在於我們準備好了嗎?

6 聯合報，民國88年 10 月 10 日。

7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12 日 。

8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1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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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央政府僵化、失靈現象成為民眾共識

災後，對於大多數人印象最深刻的，毋寧是國家的失靈。雖然過去十年來的社會運動以

及政治變化，早已使國家正當性瀕臨破產，對於國家的政策調節能力失去信心(夏鑄九 '1999

)。然而，地震之後國家在面對緊急狀況時，所表現出來的應變、調節能力，更加令人失望

。相對於民間團體的機動能力，解嚴以來，人民對於中央政府的僵化、無能印象，更得到驗

證9 。

對於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不滿，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只能以國軍的表現來證明政府的效率「

比日本政府快三倍 J 10 ，而行政院長蕭萬長的回應則是， ，-政府必須要處理整個面的問題 ，

不是如民間團體處理點的問題」。然而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的說法卻比較接近實情，他災後

坐鎮中部災區，成立「行政院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J '有下列的一段感言:

「首先我們面對的是如雪片般飛來的各式各樣的「求救」訊息，每件事都要中

央立刻拿出辦法來，而我們在四壁蕭然的臨時辦公室中環目四顧，發現原來所

謂「中央」就是我們 J 0 11 

整個政府應變不及、整合不良的情勢，不僅民眾有高度的共識，就是連政府部門也感到

威脅。不僅政府官員以不斷訪視災區，直接面對鄉鎮首長、並現場進行政策回應的方式來減

低地方的不滿聲浪，在救災及重建工作中更迅速調整為與民間團體合作，或向民間展開諮詢

。一向高姿態的中央政府，在面臨震災剛好就發生在明年三月大選前半年的壓力之下，出現

了與民間較高的互動，性。

9 根據TVBS在災區面訪的資料指出，雖然政府對於救災表現的自我評價很高，但有五成的災民不滿意中央政府和

鄉鎮公所的表現、四成六不滿合中縣、政府的表現、五成九不滿南投縣政府的表現，災民的不滿意程度比全省民

眾高出許多。不過軍方以及民間團體的救災表現，卻獲得災區民眾高度肯定，滿意度分別達到九成一及九成，

與全省民眾一致。

1。他引述日本小池眾議員訪台的談話指出， I 台灣的救災速度比版神地震時日本政府的速度耍，除上三倍。國軍在最

短的時間內派出去救災。日本自衛隊可能慢得不得了，所以救災時間落後很久。第二點是日本緊急命令很晚才

發佈，他們的總理至'1 災後第四天才去看。 J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6 日 )。

11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2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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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的治理體象一鄉鎮層級直抵中央

在這個政府體制僵化，無法應變的狀況之下，國家藉由緊急命令的頒佈'將權力體制進

行調整。最大的改變就是，原來在三年前國家發展會議中，已被決議將廢除選舉的鄉鎮級地

方政府，地震後反而相對擁有了更高的決策權。

一方面，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十月六日通過的「災後重建整體計畫」工作要點，決

定災區的實質重建計畫，將以鄉、鎮、市、區作為最基本的研擬單位。經建會表示，地方政

府(按'鄉、鎮、市、區)最瞭解災情，應具有規劃主導權。但相關計畫仍須但相關計畫仍

須報中央政府審議通過，由中央政府提供經費與必要的協助。因此，災後重建體系的分工中

，縣市政府的角色為負責整合鄉鎮區的計畫，中央政府則核定災後重建計畫，修訂國土計畫

、區域計畫等。 12另一方面，在十一月十六日，為靈活調度，降低重大災害造成的損失，行

政院決定將現行從中央到地方多達四級的救災體系，減為二級。

這個新的政治局勢，李登輝總統在回應記者問到，精省後，叉遭逢地震，中央和地方政

府此時的互動狀況時，李登輝指出， ，-中央與地方關係更密切了..如果錢經過省政府卡在那

裡'到現在都不知道出去沒出去 J '在面對災區大里鎮長與台中縣長因為慰助金發放程序及

時效的衝突時，李總統指出，在目前狀態下「鄉鎮長最大」。而鄉鎮長對中央的態度則是， ,­

現在大家去問鄉鎮長滿不滿意，我相信他們會說沒有一百分，也有九十五分」 l3 。這與總統

頻繁下鄉勘災，用私房錢」撥給鄉鎮進行救災重建的作法有關。總統親自巡視表達關心，不

但有助鄉鎮長平息、民怨，目辰災經費的撥放叉較其他管道確定且迅速14 。

緊急命令狀態下的中央/鄉鎮的民粹新組合，除了精省之後不再具有作用的省政府之外

，最主要的是跳過縣級，直接與鄉鎮長連線。值得注意的是，災區南投縣、台中縣、台中市

目前都是由非國民黨籍縣長執政，然而台中縣與南投縣的鄉鎮長，卻仍以國民黨為多數。中

央跳過縣及救援直接到達鄉鎮，雖說是緊急命令與救災的效率有關，另一方面卻更多人相信

是為明年總統選舉鋪路。

12 中國時報，民函 88年 10月 6 日。

日中國時報，氏國 88年 10 月 6 日。

14 李登輝在9月 28 日災後第七天到中都勘災峙，並以一千萬「私房錢」給集臻、南技、草屯及台中縣、霧峰、太平等
五個鄉鎮市先進行販災，每個鄉鎮兩百萬元(聯合報，民國 88年9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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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縣、市認養一打破體制的「協助型代用政府」

災後出現的一個值得分析的現象是所謂的縣市政府對災區的「認養」。這個模式是，非

災區的縣市政府對災區的鄉鎮公所，以輪班派員駐站的方式，支撐受災地區地方政府的救災

及資源分配的角色。

出現這個行動的主要因素在於災區的鄉鎮公所多因受災而癱瘓。因為長久以來的工程體

系的弊病，災後公共建築受損的情況十分嚴重，遠高過民宅。例如南投縣包括縣政府、縣警

局等行政大樓，及埔里、國姓、中寮等一半以上的鄉鎮公所，總計達八十二處的辦公廳舍，

在921大地震中損毀，化為廢墟或淪為危樓。而許多鄉鎮公所不僅建物損毀，戶政、地政等

資料一時難以復建，鄉鎮公所工作人員中許多人本身成為受災戶，無法投身於救災或進行辦

公。

大部分進行認養的縣市政府主要進行的是權責歸屬於中央政府的緊急救災工作，例如台

南市政府以及義工認養中寮鄉，在四十五天中，完成產業道路及水管搶修、環境清潔等任務

。然而一些行政管理能力較強的縣市政府，還負擔起重整民政 、戶政等事項 ，而台北市政府

的工作團隊甚至還進一步展現了他們的專業規劃能力，在短期間便整理出環境的課題，幫國

姓鄉擬定災後重建項目以及地方整體發展構想。

表1. 921地震受災鄉鎮認養表

被認養鄉鎮 認養縣、市

南投縣/國姓鄉 台北市

中寮鄉 台南市、台北市

鹿谷鄉 台北市、基隆市

仁愛鄉 宜蘭縣、
埔里鎮 屏東縣、

竹山鎮 高雄縣、、高雄市

南才史市 桃園縣

台中縣、/ 石同鄉 台北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這些進行認養的地方政府動作十分迅速，並且認養行動並非是來自中央的授意，而多是

受到本身縣市民泉關心受災區的狀況，而主動做出的反應15 。每個進行認養的縣市政府帶著

15 台北市政府的認養考量更為細緻，希望在互動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市府官員本身的救災應變能力，而這樣的想法

也得到議會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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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縣民或市民的捐款進入災區，如台北市民捐贈四億多元，台北市政府的作法是除了部分

款項保留做為台北市的受災戶如東興大樓所用，大部分的款項按比例分配，以行政救援的項

目帶到災區，而不是上繳中央，由中央考核經費分配及救助項目。只有少數例外，如宜蘭縣

政府，逕將款項繳回中央，由中央統籌處理，等發現其他縣市政府相異的處理模式時，己追

討不及。

關於詮釋自身的角色，以屏東縣政府為例。在沒有上級政府的指示下，屏東縣政府在災

後十六小時帶著將近兩百個人力進駐埔里鎮，此一認養行動的指揮人員定義屏東縣政府在此

一過程中的特殊性，指出「中央政府習於指揮，缺乏基層運作能力;國軍只能處理救援，無

法扮演行政人員角色;南投縣政府派不出人力資源，民間團體無公權力基礎，也不熟悉公權

力如何運作。因此，取得公信力的屏東縣政府，這時候運用起「虛擬公權力』、『協助型代用

政府』的角色。而所謂的『虛擬公權力r 簡而言之，就是屏東縣政府具備政府的象徵與形

象，任何的權力雖然不真備實質公權力，但卻可以扮演協助型公權力」 l6 。

他並指出這種互動過程中，認養縣市政府本身的優勢條件能夠延伸到災區: ，.屏東因為

多颱風，重機具設備充足，進駐埔旦協助挖掘搶救工作。而幕僚群具備學、社、政運與專業

協調委員會的各種背景。屏東縣政府不僅協助救災，更為災區注入團隊合作的文化。而這樣

的企圖，主要來自社區總體營造的思考。與南投縣府、仁愛鄉公所以及埔里民間團體，即是

建立在此種深度聯繫關係的互動」 l7 。

有趣的是，縣市政府的行動模式除了是解決中央政府在救災工作中的不足，卻也可以同

時被解讀為對中央政府處理能力的不信任。在振災過程中、企業、民間個別捐款人、甚至縣

市政府在捐款以及資源利用的態度上呈現高度的一致性，他們同時否決了中央政府的調節能

力。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叉同時是與中央政府透過救援發放，將權力跨過縣級、直

抵鄉鎮的模式是一致的。有了認養縣市的支援，進一步強化7鄉鎮作為行政單位的角色;而

沒錢叉沒權，使災區的縣級政府更難化解緊急命令中的冷凍狀態。我們可以說，在這個過程

中，中央政府以及認養縣市，共同架構了災區的政治力的重組。 18

16 í 故鄉重建 J '第五期。

17 í 故鄉重建 J' 第五期。

18 縣政府層級的困境可以南技縣政府為例，最為桂端的便是南投縣政府及埔里鎮公所的街突。縣政府屢屢管不住

鎮公所，然而發放慰問金狀況頻出的鎮公所，在得不至1)縣政府資源的狀況下，又沒必要服從縣、政府指揮。甚至

在縣市認養的情況下，因為反襯出縣政府的無法統籌的困境，還有新聞報導「南投縣長彭百顯對認養有微詞，

表示縣、府無法掌握各鄉鎮縣市獲得什麼單位吉思養，且他表示，外縣市對於南技縣災區的需求並不甚瞭解，有時

造成資源的浪費，或是用得不符效益，因此他希望未來有意認養的團體或機闕，能夠透過縣、府，讓資源能平均

且妥過分自己到各災區 J (台灣日報，民國 88年 10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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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社區總體營造影響了官方重建工作方針的影響

如李遠哲所說的，社區總體營造是民間社會進行社會改造的一條路徑，社區營造論述在

過去十年中已經逐漸對主流價值產生轉化，同時影響了官方的政策的論述模型的，而在地震

之後，這個意識形態的轉化面向更進一步聯繫上重建的政策。

災後出現了兩個對救災及重建政策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民間團體。一個是「全國民間災後

重建協調監督聯盟 J' 簡稱「全盟 J' 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出任總召集人。成立宗旨希望能有

效監督民間之捐款，發揮重建資源之最大效能。該聯盟執行長間發言人為塵海源教授。另一

個「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 J '則由李遠哲擔任團長。諮詢團由四十多位專業人士組成，主要

任務為提供重建意見供政府參考，以形成重建具體政策。諮詢團扮演的是促成各鄉鎮市社區

和政府之間達成共識的關鍵。而這兩個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均為李遠哲。李遠哲字累望，擔任

此一角色的原因，除了中央研究院長的身份之外，近幾年他投入教改、以及社區運動，並擔

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具有整合民間團體的聲望與社區營造的洞見...這些都是相

關因素。在災後，民間對於重建願景的提出，多是經由李遠哲透過上述兩個團體與政府對話

，為政府的重建政策擔任諮詢以及監督的角色 。

「災後重建民問諮詢團」在十月九日第一次開會便決定了四大宗旨:首先以「尊重地方

意願」、「保有地方特色」、「發揮民間活力」、「促進區域發展為前提 J '協助建立公開、透明

、有系統、有效率的重建機制 。此外，災後重建工作雖然急迫，但品質更重要，諮詢團建議

行政院應儘速釐定重建事項優先順序;重建計畫推動和執行，應該妥善規劃，不宜設定太匆

促的時間。 20

政府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以及諮詢團專家學者的意見的吸納，可以當時行政院長蕭

萬長的發言略見一二。蕭萬長表示，災後重建，強調「由下而上」、「民間參與」、「永續發展

」等三項精神。作業目標是要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重建一個新家園，同時展現地方特

色。他並強調，為兼顧理想與現實，地方災後重建委員會，將由學者專家與地方人士各半共

19 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機關刊物的「中央」雜誌上，一篇從「社區意識尋找重建之路」的文章

，寫著， í社區總體營造可說是威權政治逐步退去以來，為形塑台灣生命共同體而倡議的概念， 也是台灣民主

化工程的一塊重要礎石 。 理想中，成功營造的各個社區共同體不僅有助於傳統民主主義地方自治想法的落實

，也能與具主動性的社群團體共同成為民間社會的主要元素，形成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由下而上的治理機制。

正因為地方存在著共識，提出 921 大地震重建鈞敬的各方無不強調社區重建過程中民眾參與的重要性 J (楊宗

墨， 1999) 

20 聯合報， 8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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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組成21 。他並保證絕對尊重諮詢團絕對尊重「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的意見，行政院規劃

的重要重建方案定案之前，一定送請諮詢團提供意見。諮詢團還將與行政院合作成立「災後

重建機制小組 J '整合政府和民重建力量，兼顧縱向及橫向聯繫'防止黑道的介入。 22

從諮詢團第一次會議所做出的宣示來看，整個社區營造政策對於重建工作政策的實質影

響，在經建會的「災後重建工作綱要」中，表現得最為清楚。經建會主委江丙坤指出， r經

建會於研擬『災後重建工作綱領』時即己體認『社區總體營造』對災區社區重建之重要性，

乃本著社區總體營造理念，研擬社區重建計畫。社區總體營造是今後推動災區重建工作所不

可或缺之方式，也是確保災後重建工作成功的主要方法 J (江丙坤， 1999) 。

在重建的權力架構中， r災後重建工作綱要」明訂:社區重建計畫由地方主導，民間參

與、中央支援，即由下而上的社區規劃過程。經由社區居民之自發性、自主性，加上政府技

術或部分經費之協助，重建社區。

而在組織方面， r災後重建工作綱要」則指出 ，為了落實社區民眾參與，除了縣(市)

、鄉(鎮、市)成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外，各社區亦得視需要成立社區重建推動委員會 。

以社區為單位，屬居民自治組織，由社區領袖或村且長擔任召集人，邀請社區居民、學者專

家、企業代表、政府機關代表組成，負責協調整合居民及各機關意見，並參與社區重建計畫

之規劃。而民間諮詢機構則提供社區重組諮詢，藉著與民間諮詢團體的互動，提昇社區重建

品質，重建適合居住的新社區。

此外，在重建期程方面，中央政府將此次的重建期程列為五年，雖然國科會仍建議政府

應該將重建期程列為十年23 ，但比起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一年重建的說法24相對照，經建會的

版本已經注入「長期重建」的精神，這不但較符合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同時也為社區工作

者爭取到比較大的工作空間。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災後重建工作綱要」中關於「工作站」工作模式的思考。由於希

望重建計畫能夠落實到各社區，經建會建議由政府在各災區或各社區成立「工作站 J '以便

統籌協調重建的資源和管道。雖然細節未擬出，同時按照目前的價購看來，有實際的操作困

難，不過對於僵化的中央體制來說，卻是一個有意義的思考方向。

然而問題出在於在於國家機器的層級， r開發式重建模式」的心態仍然存在。在災後重

建諮詢團中所擬定的「善用民間活力」的原則，在經建會的脈絡之下，被發展成以BOT方式

21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1 月 10 日。

22 聯合報，民國 88年 11 月 17 日。

23 國科會建議根據阪神經驗，訂定五至十年的重建計畫。(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10 日)

24 南投縣縣長彭百顯在十月底接待企業重建協進園峙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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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民間企業活利的解釋。有研究者指出， 921集集大地震國家救災行動的表現，預示了中

央集權國族國家制度在台灣的提早終結。而國家制度性調節能力的弱化，更不是推給BOT

、民營化、私營化就可解決的(夏鑄九， 1999) 。現實是，在歷經了台北市捷運、 高鐵以及

台北國際金融大樓的BOT開發模式的失敗， BOT' BT在台灣早已成為飽受爭議的制度，然

而這樣寄望於財力雄厚的民間企業拯救失靈的國家心態，縱使在災後一樣難以擺脫，甚至因

為國家財源的問題，而又有了新的活動空間。當李登輝被問到是否對於災後重建是否採取

BOT' BT方式進行重建時，他尚且表示了疑慮，認為「現在公共設施BOT還沒有做得真正

完整，問題多得不得了，把重建這樣複雜的問題用BOT' 會有更多問題出來」鈞。然而，在

行政院在十一月底通過的「災後重建計畫綱領」中，仍然明訂以BOT' BT等企業參與重建

方式為主力。 26

此外，在重建計畫綱領中，仍有陷阱。雖然將整體重建計畫，分成「公共建設計畫」、「

產業重整計畫」、「生活重建計畫」、「社區重建計畫」等四大項。以五年為期，於民國八十九

年度至九十三年度實施。然而全盟執行長星海源仍然指出，政院版的目標是軟體的，但可情

手段叉以硬體為主。例如，災後重建計畫綱領中有生活重建計畫，但暫行條例中卻完全沒有

提到。 27於是「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在十一月三十日公佈「全盟版九二一暫行條例草案

J' 較行政院版增列「生活重建」專章，並明確規定社區得設置「社區重建推動委員會 J '要

求重建綱要與社區重建計畫必須表明財務與時程28 。

2.5 民間團體展現動員實力

地震之後，相對於國家的救災行動的遲緩、難以整合，由民間團體、志工組織、宗教團

體、文化人士等展現的動員能量，格外令人囑目 。 例如慈濟基金會，在災變發生後的第二、

三天，就已經招募到二萬名以上的志工前往災區服務訝，而在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五點半，在

25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6 日。

26 為獎勵民間參與災後公共建設的重建，行政院痛提出BOT 、 BT及企業認捐、認養等三項參與方式。行政院指出

，如港埠、觀光遊憩、森林遊樂設施、電業設施、垃圾焚化爐等公共建設復使工程，民間企業可採「民間興建

，營運後移轉給政府 J(BOT) 。 方式參與(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1 月 10 日)

27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2月 1 日。

詛「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副執行長賀陳旦表示「災後重建計畫工作綱領」雖然其中提到應設置重建推動委員會

，但卻未明確規範重建委員會之權利義務與審議方式。他強調，整個工作綱領應當落實由下而上，以社區為重

建核心的模式。(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2月 5 日)

29 聯合報，民國 88年9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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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一些批評的聲音認為仍是宗教組織，缺乏公民社會的理念及組織體系。然而，對於龐

大的慈濟現象，恐怕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討。例如慈濟的國際救災經驗中，強調的不是將物資

送到災區，而是必須將人員送抵，在災區工作及學習。以往的救災經驗，在這次震災中即派

上用場。另外慈濟組織系統中所強調的「分層負責」、「線上行動」卻展現了紀律、效率以及

理性化的一面。而重建工作，慈濟基金會在組合屋以及學校重建的項目上，儼然成為行政院

中的新部門36 。到搶建組合屋後期，甚至政府部門已經放棄由國軍來搭建組合屋的想法。因

為慈濟的組合屋品質較佳，搭建速度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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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直昇機還沒有到達偏遠山區之前，慈濟所雇用的直昇機早已將第一批的補給品送至災民

手中30 。

然而，不僅僅是慈濟，各類型的民間社團迅速的自發行動，並且發揮其靈活性，補足了

國家救災體系的不足31 。整個民間動員的力量，可以說是解嚴以後民間團體大量增加、活動

能力加強的一個展現。從1988年到1996年，以各類型全國性社會團體的成長率來比較，宗教

團體成長達8.12倍，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成長3.77倍。民間興起的結社風潮，是台灣解嚴之

後出現的「結構變遷」的重要面向之一。自解嚴以來許多非政府、非營利的民問組織紛紛成

立，形成對各種公共政策的遊說團體，同時也提供多樣化的福利服務，取代了部分政府的公

共職能，使得政府施政越來越受到「有組織」之公民的監督。(顧忠華， 1999) 

然而，不只是監督，在地震後，民間團體更「取代」了一部份政府救災中的職能。中央

研究院在十月九日公佈的一項調查分析顯示， 921集集大地震之後，民眾認為國軍對於地震

救難和震災工作最有幫助，比例高達78.1%' 其次是慈濟、佛光山和基督教等宗教團體(73.5%

) ，再次是民間救難隊 (67.8% )和從國外來的救難隊 (66.5%) ，認為中央和地方對於救難

和振災工作有幫助的比率最低，分別只有33.2%以及32.2%泣。

這樣的一項數字，並不令人意外。從災後的振災捐款流向便一直是朝民間流動的。至民

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初的捐款統計，由行政院主導成立的「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孫

明賢在針對全盟批評財團法人九二一重建基金會運作有問題時，指出內政府統計各界捐款只

有約八十八億元撥到該基金會，其他約三十多億元是捐到台中、南投等地方政府，另有約七

十七億元捐給民間團體33 。針對地震之後的民間捐款，一開始政府就準備以吸納民間捐款來

減輕政府的財政壓力，因此先是強調捐給政府可以全額抵扣所得稅，租稅優惠更甚於捐款給

民間團體，之後叉成立監督委員會，叉要求收到捐款的民間團體必須向內政部報備34 。在這

樣的捐款優惠條件下，願意把錢交給中央政府運用的比例，卻僅比民間部門高出不多。

雖然民間團體的表現，也被批評為沒有組織、沒有計畫，缺乏專業協調和分工的角色鈞

。然而慈濟卻是一個例外。在地震之後，國家部門的救災行動的主力一直是由國軍擔任，慈

濟卻被比喻為「民間的軍隊J '而在救災及重建的表現上與國家作比較。對於慈濟的宗教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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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社區文史工作者跨區支援模式

台灣以往的社區政策一直由社政系主導，地震之後，清楚的看到這個系統是完全失靈、

癱瘓的。這些組織理應發揮整合、協調照顧的力量，但實際上這種案例很少37 。地震之後，

反而是非災區的藝丈工作者以及各地文史工作者，快速進駐社區，扮演緊急支援當地社區的角

色。

地震後，社區工作者在理論上思考的一個問題即是，之前社區總體營造工作對於地震

後的災區救災及重建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影響?在地的文史工作室能否轉化之前的社區動

員經驗，有效率地承擔起振災及重建的任務? (陳其南， 1999) 

在中部各鄉鎮中，我們可以以埔里在震災後的經驗作為一例。埔里是台灣從九 0年代進

行地域改造，而獲致成果一個案例38 。而這樣的脈絡使埔里此一地域真有象徵意義，代表社

區總體營造的歷史成果，而在此次中部受災區域中更成為社區總體營造領域的文化工作者或

志工團體最早進入救援的地點之一。同時，災後當地的文化工作者如廖嘉展、鄧相揚、黃美

英等人也能就比較為組織化的模式來操作外界投入的人力，進行服災及進一步的重建工作。

然而，在中部其他災區，以往卻因為特殊的人丈環境的因素，而成為社區總體營造中動

員能力較小的一個區域。在高雄的美濃、新竹的北埔及新埔的客家群體經由社區總體營造而

36 慈河野基金會擬定 T ["九二一大地震慈濟販災復建專案計畫 J' 從「安頓工程」、「希望工程」、「健康工程」與「社

區文化及其他公共工程」等四大項目投入附件，僅「希望工程」一項就預計投入四十二億元的基金這項經費主

要是用來吉思養災區的二十五所學校的重建經費。

37 蘇昭英，故鄉重建報第一期試刊號。民國 88年 10月 5 日。

38 埔里在早期就有藝文工作提出藝文造鎮的想法，而農業的耕作也在農會和鎮公所的椎動下，往精緻農業轉型。

民國八十三年開始，台灣省政府手工業研究所向經濟部提出「中日技術合作計畫一地域性活化與設計J 邀請了

在日本山林漁村地區進行社區傳統產業研究的宮崎清教授，以一種日本的進村及進叮模式，於埔旦、鹿港兩地

進行地域振興計畫。

30 TVBS週刊，第 100期。 10月 2 日 -10月 8 日。

31 災後第三天，我抵達災區，隨其他的志工將物資發放到埔里的山區。在這中里，有些人連鎮土有物資救濟站的訊

息都不知道，不過他們表示，如怠濟及其他外縣市的社區團體已經將物資發到他們手上了。

32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11 日。

33 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2月 8 日。

34 聯合報，民國 88年 10月 23 日。

35 聯合報，民國 88年9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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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的過程中，佔南投縣與台中縣許多的農業鄉鎮的主要人口的客家族群可見度卻不高"。

並且在這些地區，長期以來文史團隊的發展較慢，也缺乏與社區營造團體的交流的。

面對這樣情況，災後重建過程中，社區工作者發展出一種另類的工作模式。即是災區以

外的社區文史工作室跨過了個別社區的邊界，開始進駐災區，為另一個地域的重生盡力。例

如在南投縣中寮鄉有來自台南的社區工作者以及台中的果然文化工作室的協助，而台中縣石

岡鄉則有新竹北埔的大隘工作室的支援。這是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中，一個值得欣喜的發展。

不僅對原有的丈史工作室而言，關心的焦點從文史題材到擴展到社區再生，而以往的「工作

經驗交流 J '已經進入了具體的「工作支援」。

在這裡，社區意識並不是一種「地域」概念，反而昇華為一種「跨地域」的概念，同時

社區主義更因現實的變動不斷產生新的實踐原則。這是陳板所說的 'f也者之眼 J '也是黃新

高所提「看到別人(石岡) ，更瞭解自己(大隘) J 41的概念 。也正是這種邊界開放以及相互

支援的特性，使社區主義在台灣的實踐能夠免於淪落為保守派的危險。為什麼社區運動者能

夠相互支援?正因為社區營造的實踐長久以來所面對的主要問題並不在處理社區內部的「個

人權利VS.共同社區利益」的問題，而是「社區利益vs國家不當權力」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看到，一些在前一階段曾經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地方，在地震之後，地方

首長以及熱心人士能以比較快的速度檢視社區中受災狀況，以重點計畫對外界民間主動投注

的服災資源進行整合，迅速聯繫上新願景的提出，再進一步連結上官方重建計畫。一個例子

是集集鎮。民國八十年，地方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文史工作者共同發起「我愛集集支線」

的護鐵運動，免除集集支線被拆除的命運。幾年來，集集火車站與附近的觀光資源連成一線

，地方的風貌逐漸成形 。地震之後文化界快速提出重建集集火車站的訴求，並且發動認養 。

集集火車站因而能免於許多歷史建築在倉促救災過程中被拆除的命運。而集集鎮長也在這些

地方以及文化界強烈的文化認同為基礎，快速推出了他的造鎮計畫 。

2.7 )，芳、住民部落結合家園重建與文化重建的新契機

雖然目前全族只有二百多人，甫於今年六月成立的「邵族文化發展協會 J '在災前已經

提出結合「原住民白治區」與「原住民文化園區」的理念，成立「邵族文化自治園區 J' 以

39 例如東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鎮民是客家人，而國宜生鄉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客家人，

40 例如出身來勢的邱晨曾在新故鄉雜誌上對於束勢鎮中土區文史團體工作不易、居民冷漠發出成言。而在國姓鄉一

地，連文史團體都沒有，我僅能找到的地方文史工作的資料是來自於一位函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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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邵族人的生存、就業與及邵族文化的傳承、發展。 在地震之後，由於政府將日月潭

提昇為「國家級風景區 J '以觀光局扮演主導重建的角色，並預計五年內投入三十億的重建

經費，使邵族的「文化自治園區」的問題再度浮現。針對這個新的形勢，邵族人要求日月潭

不應以商業化的機制為導向，而要以日月潭原住民邵族文化當作主體;他們希望日月 j章的重

建不只是觀光硬體的重建，也是邵族文化的重建。日月潭災後的重建，邵族應有當然的參與

權。此外，邵族人主張重回祖居地土亭仔，當作邵族重建的基地，以及祖靈地應完全歸還給

邵族，重建計畫應由邵族人全權決定42 。邵族人甚至希望邀請日月潭周邊的平地人共同思素

，如何充分利用極為珍貴卻也極度脆弱的邵族文化資產 。(陳板， 1999) 

在地震之後，邵族人以這樣的部落重建藍圖提出的文化想像，挑戰了之前被漢族宗教及

道德教化(文武廟、玄光寺、玄突寺、慈恩塔)、國家權威(蔣介石銅像、光華島、涵碧樓

、德、化社)、以及商業文化所共同禁鋼的地景 。(陳板， 1999) 文化的想像更是延續部落生機

的關鍵。而在其他原住民部落，同樣要面對的是原本脆弱的部落經濟在地震之後更加雪上加

霜，甚至必須要集體遷村的挑戰。面對這種情境，重建政策中的漢人本位文化觀，頓時暴露

無遣。台中縣自由村的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及列格拉樂﹒阿郎便指出，對泰雅族人而言

，災後家園重建必須以整體部落來考量，因為「我們民族的最小單位是部落，不是家庭」 。

族人在原住民文化上的意義等於是「家」人，因為災後的部落重建絕對不應該以單家單戶為

考量的。

而原本勞委會提出的「以工代振」版本，由於排除了農民的申請資格，而引起了如國姓

鄉等農業人口絕大多數的地區居民的不滿。在原住民地區，更有「以工代脹民間版」的提出

，指的是在臨時房屋與永久屋興建過程中，與建商達成協議，將工程中所有非技術性勞工的

工作機會，都釋放給當地災區的居民來執行，如此一來，災民不但可以親手興建自己的屋舍

，更可以透過此種方式獲得工作機會，不致為了生計而成為新的一波都市原住民潮抖。同時

山區居民以人力投入造崖，真實體驗「建造家園」的意義，以形成新的部落集體記憶45 。

41社區重建報。第六期，民國 88年 11 月 19 日。

的聯合報，民國 88年 11 月 17 日。

的聯合報，民國 88年 10月 2 日。

抖格拉樂阿鳥，故鄉重建第四期，民國 88年 11 月 l 日。

45 聯合報，民國 88年 10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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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社區總體營造方向開放了對新社區形式的想像

社區總體營造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願景打造的過程。「願景 J' 一個在社區總體營造風

潮後才出現的新詞語，某些意義上也說明了正因為社區總體營造才讓「一群人經由賦權

(empowerment) 的過程，打造共同未來遠景」的可能得以出現。

在地震之後，舊有的地景與社會關係的破壞如此之鉅'使地方重建直接進入了一個「新

願景競爭」的時代。簡單地說，災後，一個對於地方遠景的打造最直接聯繫上造鎮的構想。

然而，在台灣的脈絡中， ，.造鎮」一直是房地產公司以及國家建造「新市鎮 J (到目前仍無成

功之例〉的用語，民間對於造鎮的想像，大概只能參考無住屋運動的晚期中「自力造屋」的

呼聲，以及民間企業宏基為員工所建造的「渴望村」之例。社區總體營造以往的操作模式，

則尚未進入這樣的議題。

一個捲動造鎮風潮的正是來自於官方以及企業兩者結合的造鎮新模式:東勢鎮的三千戶

造鎮計畫。根據報載，東勢造鎮是都市更新條例實施以來，第一個引用條例進行都市更新、

造鎮的例子。而提出這個計畫的前營建署署長張隆盛表示，東勢、霧峰、埔里、新社、石岡

、中寮、集集都是首波列入造鎮計畫的對象，但東勢的規劃已經展開，將帶動其他城鎮的發

展。張隆盛所組的東勢造鎮團隊陣容堅強，包括都市更新基金會、都市設計公司、不動產鑑

定公司、建築規劃公司、防災及環境規劃公司、高雄市政府。災民自行負擔建設費，政府負

擔新市鎮的公共設施建設費，並對建商提供容積率或趕工獎金，這種由政府和民是各自負擔

的情形，可以減輕政府預算的負擔，也避免因為設立都市更新基金而造成拖延流程的情形46

。另外，根據甫通過的都市更新條例，只要三分之二住戶同意就可以強制改建，這也是這一

波推動造鎮的條件。

然而這個造鎮模式並不只僅止於前任重要政府官員推動而己，它甚至是整個官方想像中

主要的家園重建模式。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在巡視集集及埔里各地時都推銷了造鎮的想法，縱

使造鎮的程序以及模式尚未清楚，但是一個從夷為平地，到新城建立的想像卻成為可以被引

述的簡單願景。然而，現實複雜的情境馬上引來居民對造鎮的質疑。南投縣議員及埔里鎮民

代表發起「埔里災區民眾請願書 J '他們認為埔旦並不適合李登輝的造鎮構想的。民間團體

更對這種營建業式的快速、大批模式化的重建表示擔憂。東勢「客家文化協會家園重建小組

46 聯合報，民國88年 10月 10 日。

47 中時晚報，民國 88年 10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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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就向負責東勢鎮再造計畫的張隆盛委員表達東勢在地的民間文化團體主動參與新社區營

造的自覺意識，期望除了再造東勢成為一個生物科技的中心和寬頻網路的社區之外，也應該

強調東勢生態和文化環境的優勢，再造成為一個生態鎮4日。陳其南更認為:造鎮的「粗放式

」的參與無法契合居民的需要，政府要放棄由上而下的「營造業」式造鎮決策模式，讓社區

居民作真正的主人物。相對於張隆盛對於東勢鎮只由一個規劃團隊統籌經營的想法，陳其南

更強調多個專業團體之間的整合。相對於營建署提出的造鎮計畫，陳其南在南投縣魚池鄉共

和村的長寮尾則進行「精耕」模式，整個行動從搶救社區舊文物開始，到建造兩年的臨時屋

，以爭取更長的重建時間，能夠進行公共事務的討論，發展出較完整的社區重建步驟。這整

個工作的流程，工作人員將它稱為是一個「新建築運動的開始 J 0 50 

此外，我們也看到社區營造強調的社區文史、社區網絡面向，帶動了災後民間進行社區

重建的思考。例如由一群具有社區營造經驗的古蹟保存及文化界人士發起的「九二一文化資

產搶救小組J '成為在破壞與清除的行動中，留下保留歷史殘蹟的唯一呼聲。而對於臨時屋

的空間規劃，則顯示了社區空間的營造的原則，已逐漸成為生活及思考的原則。公共空間的

需求，如足夠的開放空間以及圖書館等公共設施的設置，以及環境的人性化要求，成為組合

屋是否受到歡迎的關鍵。在許多由民間團體興建的組合屋地區，更考慮到將原來鄰居的社區

網絡帶入組合住宅區中，以維繫原有的緊密與互助關係。

在災後實質空間的營造中，影響力最大的算是校園空間的規劃了。它不僅是校園規劃的

一個里程碑，同時也是教改的另一階段起點。教育部國教司召開的一項災區學校災後重建會

議上，宣示學校的重建工作是一個歷史的機會與任務，不必也不應再制式地去複製傳統學校

建築形式，可以前瞻性的眼光，構思符合新教育理念的新學校建築51 ，如開放教育、小班小

校、人本教育、終身學習、校園開放等教育思潮以及觀念52 。而教育部更在十二月三日與人

本文教基金會等民間團體簽約合作重建災校軟體。人本更指出「人本基金會」成立十二年來

48 聯合報，民國 88年 10月 3 日。

峙中國時報，民國 88年 10月 13 日。

50 故鄉重建報，民國88年 10月 16 日，第二期。

51 結合新的校園規畫'J及教學目標，在有些地點則已經可以看到成果。例如，國姓鄉原本只有六班學生一百三十四

人的福龜國小，由社區居民重建校園椎動小組在校門口前面的私有地興建小木屋式的臨時教室已經完成。空間

形式土，福龜國小不再是標準化的空間配備 兩百公尺操場、司令台、火車廂是成排的教室。改造後的回國小

學成為一所沒有圍牆的學校，與旁邊的呆因及遠處的九九峰達成一線，整個地景像是座落在故鄉懷抱中的小學

。校園小講台的設計加上紅色聽講椅取代了司令台與軍隊式聽訓，教室桌椅也還用可符合每個小朋友的身高加

以調適的新款形式。教學內容土除了傳統教學外，再讓學生親身體驗到種植蔬菜、水果、學習灌溉等田園教學

方式，可以說是一座典型的田園小學。

52 台灣日報，民國 88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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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動教改，以往都是在體制外進行(如森林小學) ，而這是首次和教育部合作進入體制

內學校改革，是一大里程碑53 。

另外，有的社區工作者更進一步期望由校園的重建帶起學區的社區重建。例埔里的文化

工作者鄧相揚認為， I在諸多的規劃與重建工作中，政府和民間一般皆把教育重建視為首要

工作，因為比較沒有爭議性，而且各種派系和利益也較難介入，社區居民亦能從中凝聚共識

，因此教育的重建是最有績效與成果的」。然而，在這個部分我們卻發現重建體系中的一個

問題，即是有關於中小學的重建工作因為在權責上仍由教育部負責，鄉鎮公所重建工作中往

往難一一併考量。

3. 災後重建的挑戰一反思及轉化「不土區總體營造」

3.1 從照相簿走向敢示錄

台灣的社區營造的根源與本土文化的復興一直有著糾纏的關係。尋找老台灣中的社區記

憶成為九 0年代進行社區動員的一種新的方法以及潛在的情緒。然而如何以一種更動態的、

未來取向的態度來面對「鄉愁」的問題，似乎是長久以來此領域之外的學者對「社區總體營

造」最主要的疑慮。另一方面，社區營造的領域內部，這個潛藏的問題意識一直沒有被正面

的討論。懷舊照相簿對於社區共同體意識的凝結與動員方式，從九 0年代開始一直是被尊為

標準工作模式的首要步驟，而尚未被批判地思考過。

社區工作者這樣的潛意識，造成哪些社會效果?一方面，它的確為原子化的社區民泉找

到一個共同的歷史感，而成為動員的成功手段。但隨後陷於博物館式的記憶保存，卻也有可

能限制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另一方面，當記憶被凝結之際，如果沒有新的歷史意義導向有

力的集體行動、聯繫上未來的問題，保存舊記憶可能反而是一種經由骨藏而宣告終結的姿態

，甚至變成一個可以被販賣的實體。

舉地來說， 921大地震之後，出現的一個值得分析的現象是，地震博物館或震災紀念園

區成為許多地方政府面對地震經驗的一個起點。對照於阪神經驗，在阪神地震後，雖然有「

兵庫縣震災紀念公園」以及「阪神、淡路大震災復興支援館」的設置，然而前者是以模型來

53 聯合報，民國 88年12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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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斷層觀察館，後者則以模型、而見訊等方式記錄地震經驗，並作為文化、資訊以及教育的

整合機構。對比的是，在台灣，災區的重建經驗很快地聯繫上前一個社區總體營造中以博物

館的空間來「凝結」地方集體記憶的直接作法，並直接聯繫上社區觀光產業，而非發展成教

育或重新思考地方生活地點的問題。

除了館體建物本身之外，如何發展出一個細緻的紀念論述，更值得期待。這關係著一個

社會如何看待生命、自然與記憶。這一次的地震中，台灣社會的紀念論述仍停留在「災害正

統論 J (我們這邊受害最嚴重，我們這邊是震央...)然而除了受創中心的方向外，有無可能

發展出謙卑、希望與反省的語言?地方的受災，除了天災之外，叉有哪些是人禍?關於環境

的論述或是環境的政治學，向來是台灣的教育中最為薄弱的一環 。地方首長的災害正統論，

以「眼見為憑」、「現場實景保存」的組糙方式主導著震災博物館的論述，更反映了台灣社會

的文化想像能力的貧乏。

而另一個觀察的面向卻是有關博物館論述中的權力幾何學，而這也是在之前的鄉愁記憶

或社區史的建構中，因為建構共同體所需要的史觀中相對的被忽略的。很清楚地，何種遺址

被保留、被賦予什麼意義，關係著中央、縣級、鄉鎮、社區工作者對於空間的權力語言的部

署 。例如在埔里鎮，振災遺跡的保留及博物館的設置，在縣政府、鎮公所以及社區組織中則

明顯產生了互異的觀點" 。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踐中，鄉土認同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發揮了它的階段性作

用。然而從某些角度來說，地震卻也可能為「鄉愁」做出一個總結。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

某些點上我們看到社區總體營造以一種正面積極的態度影響了重建論述。由於有社區工作者

及社會志工的投入，在國家被抱怨不存在的時刻，人民已經挽起袖子重建家園。日本阪神論

述被民間引用作為批判政策或災民自我抵碼的模式。災後，原以台中為基地的果然文化工作

室進駐中寮，發出的一份「鄉親報J' 展現了年輕、友愛、親切的風格，我願意將它看為社

區工作的一個另類走向的啟始鈞 。

弘一則新聞有趣地交代了這之間的銜突關條: '南投縣長彭百顯首先提出類似「龐貝城」的模式保留震災遺跡，屬

意的地點是受創嚴重的緒皇鎮公所、戶政所、警察分局等機關以及附近部分的民宅。而埔里鎮長張鴻銘仍進行

公所建物的拆除作業，縣府一度和j止，公所則以必須搶救公文、檔案以及資料及縣府沒有配套措施等理由，貝寧、

拆不誤 。「南技縣的處貝城」於是隨塵土飛揚而消失 。新埔里造鎮文教基金會企畫鄧相揚表示 ，地震所帶來的重

建機制應該比係留慘重災情來得重要，且不應從觀光的角度，而應該是從教育立場來談係留遺跡。沒有立即危

險的埔里分局是適合地點，其旁已拆除的鎮公所空地可規劃為「地震博物館 J' 分局倒E站建築物可作為設計、施

工、維護不確實的人禍表徵 J (台灣日報，民國 88年 11 月 5 日)。

55 鄉親報也同時成為由東海建築象、中原建築*'以及社區工作者所共同發起的「中寮社區論迢」的發聲媒體。

命的結if思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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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專業分工進入專業整合

由於社區總體工作對於重建論述的影響，許多建築規劃專業團體進入災區，馬上確立的

是一種民泉參與的模式 。 然而，社區總體營造模式雖有許多的社會效應，在學院之中長久以

來卻一直仍面臨被主流規劃設計牽制，而施展不闋的困境鈞 。 除了少數的學者、教授在課程

中加入了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帶進工作模式之外，整個學院的課程設計並沒有相應做出制

度性的調整 。

這使得災後的問題是，災區面臨專業工作人力不足的狀況，許多地方並非缺乏經費重建

，而是缺乏有經驗的人力為地方擬定問題，引導後續資源的最有效運用以及地方的均衡發展

。 這個領域許多的學者教授在災區中奔走，卻無法將學生一起帶上場作戰 。 說明了整個建築

與規劃學院知識生產要比整個社會情境的改變與需求來的反應更慢 。

另一方面，社區總體營造，雖說是「總體 J '然而在過去幾年的經驗中，較為集中在於

「參與式規劃設計」環節的處理 ， 而一直缺乏較成熟的社會條件來進入其他整體流程中的各

事項 。 這種經驗不足在災後成為專業的大考驗 。 東海建築系關華山教授就指出: ，-災區的建

築專業團隊，目前多以學校學者領頭，但馬上面臨實務工作，由誰來擔任的問題。因為學者

實務分面知能欠缺;同時一般白領建築師，對地方營造、施工方面也很欠缺知識 ， 甚或對社

區文史工作 、 參與式規劃並不熟悉 。 這種情形下，很難發揮「社區建築師」的功能(關華山

, 1 999) 。

關鍵在於災後的情境是整個社區的重建是一項社會重建，空間專業者成為必須要整合其

他各專業的核心單位，然而以往主流的程序性計畫以及焦點置放於實質空間處理的規劃及建

築專業教育，對新的現實需求已難以招架 。 除此之外，另一個困難的原因在於'以往各系所

不同的規劃及建築系的工作習慣以個別學校為核心，彼此之間缺乏對話57 ，這種歷史因素導

致在災區的重建工作中，許多規劃及建築團隊都進駐災區，也體認到許多工作項目屬於區域

性、共同的問題，有整合的迫切需要，但是仍然無法透過建築及規劃團隊進行整合。

56 在這方面，淡江建築象有比較不同的表現。淡江建築~所在 1997年遠見雜誌對於大學的評分中，位居第 一名，

理由是「課程的取向強調社會參與與關懷」。

57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曾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在 1992年試圖整合六校「社區建築」的共同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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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從民粹走向草根

民粹與草根的分野，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創造出新的政治組織，進而產生新的政治權力，

或者是相信甚至更進一步依附傳統的權力及分配體系 。一則新聞有趣地呈顯出兩種重建模式

之間的對立:

「前文建會主委，現文化環境基金會董事陳其南建議(中寮)鄉長，未來重建工作應採

由下至上的社區總體營造模式 ， 擠除中央指導的陳舊模式 ，鄉長應在此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

。鄉長吳朝豐則認為， 如果沒有由中央主導，怎麼會有經費來源 ? ...陳其南則表示，政府不

可能在私人房屋興建上有太多的補助，但如果社區能凝結共識，反而可以爭取更多的經費 。

吳朝豐表示，中寮鄉是南投最窮的一鄉，連省道都沒有經過 。 農業叉不斷敗落，當民泉就只

能蓋鐵皮屋， 如果政府不負擔部分經費，民眾為什麼要配合統一指揮?中寮村長會如盟也表

示，中寮人真的很窮，除非政府承諾只要同意興建就可取得貸款，或者由政府統一興建讓居

民逐年償還，否則在這麼貧窮的時地談什麼總體營造都沒有用 J 58 。

如上面的例子，在災後，我們看到由緊急命令所支撐出來的空間以及因為地方提不出遠

景 ， 災民急於復建的壓力 ， 許多鄉鎮公所的首長，面臨要走路途長遠的草根營造，或是延續

傳統地方政治向上爭取經費的民粹侍從的作法 。 而在這種歷史縫隙中，社區行動者最重要的

是，是協助居民建立一個沒有政治及派系介入的社區組織，成為社區培力的一個單位。災後

，社區原有的社會組織災後已無法應付新的局勢，唯有倚靠具有靈活性、特定行動意識的的

社區組織，才能公正客觀地整合政府 、 專業團隊及社區資源，並能提供居民一個無障礙的參

與機會 。 並且經由個別社區特殊的重建課題、擬定空間營造策略，並對集社區的體記憶進行

討論，發展未來社區願景"。

這個社區組織的出現 ， 同時也能夠幫助居民脫離「受助」的過程，而進入「賦權 J ( 

巳mpowerment ) 的階段。例如也有研究者觀察到民間非營利團體與專業團體「協助」居民及

村民的態度，初期仍停留在 「施捨」、「做功德」 、 「認養」、「愛心」等，而強調應該回歸社會

福利、社會救濟、社會服務、公平社會、有效率分配、需求辨識等原則(關華山， 1999 ) 。

58 台灣日報，民國 88年 11 月 4 日，黑體部分為作者所加 。

59 例如台中雙崎地區原住民部落重建委員會，提出部落的重建遠景及途徑 1 透過災後失業問題的解決，促進原

鄉的產業發展， 2.透過災後部落的重建，促進原住民族地區做為台灣人文生態保育核心的規劃，並結合勞動和土

地的議題 。

(I-þ) ~t之豆豆atjEEZ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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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從個別社區營造跨向地域經營

社區總體營造在過去的十年中，主要是採取一種工作人員回鄉或下鄉的就地作戰的模式
。在這種模式中，當地的環境分析 、歷史整理、議題提出、活動舉辦、地方動員為主要的工

作內容。在十年來，透過許多官方研討或工作人員彼此的經驗交流，這部份工作經驗的累積

與擴散已有一定的成果。加上地震之後，國家投入重建的資源分配體系已經改變60 ，有助於

社區工作者進入災區工作。然而，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如何從個別的社區內部脈絡，以及個
別社區工作者所發展出來的交流與學習模式，再往上進一層，成為「區域性的工作網絡」 。

關鍵在於非「地方性問題」而是「區域性問題」的掌握。整個區域人口老化、外流、產業轉
型不易的問題若不能解決，恐怕社區營造不僅難以總體考量、更難永續經營，成果很容易流

失。例如，從整個國土規劃的角度而言，中部區域在整個國土分工中一直是扮演農業、觀光

的角色，受災後，原有倚賴的自然條件不僅因為受創，使人民的性命仍有潛在的威脅61 ，需

要許久才能復原。在南北仍然快速發展的狀況中，中部區域的復原若不能掌握一個更有利的

條件，將會造成國土內進一步城鄉差距的擴大。

另外一個問題，關係到地方派系以及長久以來的「黑金」的政治結構。以往社區總體營

造因為規模小，牽涉到相關經費不多，與地方派系或黑道會遭遇的狀況通常是在社區動員，

反對地方不當開發的事件。如今在地震之後的重建工程中，牽涉到實質空間營造的各個層面

，新的地方願景的提出叉關係著不同主體未來的長遠利益。社區工作者在這裡角色的轉變更

為迫切。以往以文化認同為主軸的方向，如今在地方治理、甚至區域治理的新局勢下， I面

對權力 J' 成為真實的問題，而這正是我們在下一個歷史階段要面臨的最大挑戰。

曲例如文建會原有的美化傳統地方空間的補助案所提供的小審員經費，幾年來一直是地方總體營造團隊工作的主要

經費來源。地震之後已轉向補助災區的社區總體營造案。

61 例如在中部災區，現在最擔心的是明年雨季將帶來的土石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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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由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自主性的一個基本的理論角度發問:地方政

府做為一種結構性元素，是國家為遂行對社會的控制所創造的更多的制度性空

間 。 然而，地方政府也是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最容易穿透的政府 。 其次，本文採

納了對地方政府的一種分析假說，它包括了地方權力集團，地方領導權階級、

與地方顯要等概念 。 這些概念與假說有實踐的意涵 。 然後，作者再針對地方社

會的自主性和社區參與的一些看法提出闡述，強調由自在的社區向白為的社區

轉化過程中，社區意識的重要作用 。 此外，本文指出面對全球-資訊化城市浮

現的新時勢，社區參與式設計是新都市政治的關鍵 。 最後，做為一個有機的規

劃師與設計師，作者強調這裡也是社會與空間轉化的隙縫 。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question on the autonomous 

local govemment/state: Local gov巴mments 訂e a structural component creating 

additional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state control. However, it is easier for local 

govemments to be penetrated by social movements. Second, an analytical 

hypothesis of local governm巴nt is adopted, which includes such concepts as local 

power blocs, local hegemonic classes, and local notables. Both concepts have 

significance of practice. Then, several key ideas on participation in and the 

autonomy of local society ar巴 elaborated upon. Additional旬， to face th巴 new

conjuncture of the emerging global-informational cities, co血ununity participatory 

d巴sign is now crucial to new urban politics. Finally, as an organic planner-designer, 

1 emphasize that there are also enclaves for 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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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地方自主性( local autonomy) 的發問﹒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地方政府是什麼?地方政府/地域國家 ( local govemment/local stat巴 ) 是國家機器的一

部份，它與地方社會有複雜關係 。首先，在制度的層次，地方政府是最為一般人民在日常

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政府 。 其次，地方政府是國家要控制在空間上開闊的，社會上異質的領

土 ，所分化出來最低層級的政府 。

所以，這裡有一個根本的理論問題就是國家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一方面，地方政府做

為一種結構性元素，是國家為遂行對社會的控制所創造的更多的制度性空間 。 然而

在男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是社會運動的力量所最容易穿透的政府 。 這就是地方自主性

問題的雙面之刃 。

若對國家與社會階級間的複雜關係加以釐清，安東尼﹒葛蘭西 (Antonio Gramaci) 的

理論概念頗有助益 。 葛蘭西認為:國家是一個歷史集團 (historical bloc) 的形構，它以不

同階級、階級的片斷與領導權階級 (hegemonic class) 的權力集團 (power bloc) 來建構其

自身 。 由這個理論角度，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 曾經進一步研擬了一個對地方政

府的分析性假說:按照國家機器的層級，以及，按照區域與城市，權力集團的內部結

構是領域性分化的 。 此外，在地方權力集團 (local power bloc) 與地方領導權階級( local 

hegemonic class) 的這個建構過程中，地方顯要 (local notobles ) (政治捐客或地方領袖)

正是在地方社會與國族國家之間扮演中問媒介的角色 。

2.對實踐的意義

地方自主性的理論問題與對地方政府的分析性假說提供了規劃與設計者實踐的政治意

涵 。 地域性國家社會地與歷史地結構為地方的權力集團，然而，地方的社會連動也有可能

奪得地方政府，或地域國家的主導權 。 這也就是說，地方政府變成地方領導權與在地方的

市民社會層次，反領導權的社會力量之間關鍵的戰場 。 當然，這與“進步"與否並不必然

相關，它視取得地方層級的領導權的社會力量屬性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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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參與和地方社會的自主性

一般而言，都市社會運動與反領導權的鬥爭創造了社區參與的可能性。特別是在開發

中國家，幾乎不可能由中央集權的管理來處理快速成長的都會區種種盤根錯節都市問題。

此外，都市危機將進一步弱化了開發中國家本來就脆弱的國家正當性。這也就是社區參與

必須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在形式民主與武裝革命之間，為都市改革創造第三條道路的理

由。

社會參與要求政策決策過程的透明性，所以開啟了一個社會中不同的社會階級與權力

較弱勢之團體，在政治過程中影響決策的制度性過程。這也就是說，社區參與提供了一種

機會，創造了新的方式來鬆動既存的社會關係(參考圖 1 ) 

然而，草根組織似乎要去找到一個辦法來維持它們與國家體制之間的自主性。這

是地方市民社會自主性的條件之一。否則，對曼威﹒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 ) 或伊漢 ﹒塔

卡利(Ilhan Tekeli) 所稱的，開發中國家的“沒有市民的城市"而言，由象徵政治與媒體

政治所創造的民粹主義政治明星會撞取民主化的果實。一個組織完善的社會運動在對抗民

粹民主方面有許多困難待一一克服。換句話說，民粹主義的國家可以由浮現中的市民社會

的力量，與市民城市的都市戰壞進行抵抗。這就是開發中國家快速成長城市中，社區設

計，或者說社區營造的真正歷史角色。

此處，社區參與在地域國家與社會運動間扮演了一個角色。 社區參與在體制之內叉

在體制之外作用。為什麼?都市社會運動的目標是都市改革，然而，它們卻不會參與在

國家機器的體制之中。這就是草根民主。社區參與的機制可能經由民主的過程逐步釋放機

會的力量，轉化了國家。這也就是經由社區賦權的過程營造了社區(參考圖 1 )。

在台灣，這個過程在過去十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不論是在鄉村地區還是都市

地區，不論是老社區 (顏亮一與林素春 ， 1998; 張琦凰， 1998) 還是房地產開發的新社區

(魏郁祥， 1999) 均然 。在日常的都市生活中的都市問題與危機是社區動員的必要元素 。

有些社區短期的挫折也不表示長期必然失敗。學習能力與集體經驗創造了批判性的地方智

慧 (critical local wisdom) 或文化氛圍之空間，它們在這次東京世田谷的會議中引起了討

論。進一步，這種地方文化的氛圍並不只是一種限制了人們可能性的結構性條件而

己，而且是積極主動的人類作用者豐富的土壞。它可以被視為一種“異質地方"

( heterotopia )的批判性空間( Hs悶， 1998b) ，或者是加諸在麥可﹒史都伯( Michael 

St。中her) 對非交易|生相互依賴( untraded interdependency ) ，地方常規 (local convention ) 

state 
國家

社區營造計劃

comrnumty empowe口n巳nt
proJect 

NIMBY issues, or 
use value vs. exchange value 

(鄰避，或者使用價值對抗交換價值)

comrnunity mobilization 
社區動員

Comrnunity Participation 
社區參與

comrnunity organization 社區組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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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mg 
civil society, 
cities for citizens 
浮現中的市民社會，

市民的城市

comrnunity consciousness (identity) 社區意識(社區認同)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改變社會關係

• 
building comrnunity 居民白為地營造社區

for residents 

l.國家與社會闊的新歷史關條( new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巴tween 出e state and the society) 

2. 經由社區參與的都市改革一一既在體制內又在體制外 (Urban reform through comrnunity 

participation-- both insid巴 and outsid巴 the institution) 

圖 l

或反省( reflectio的，這類有見地的概念之上( Sto叩her， 1995 , 1997, 1998) 。無論如何，

社區意識是被建構的，它是一個市民社會浮現的條件之一。這是一種政治過程，將人們由

一種自在的社區 (comrnunity in itself)轉化為一種自為的社區 (comrnunity for itself) ，以

及，這是一種歷史過程，它以草根的社區重構了社區之意義。這也是經由社區賦權重新

定義社區的過程(參考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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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球一資訊化城市浮現的新時勢﹒

在新都市政治中的社區參與

commumty 社區參與
participation 

vd .,‘ 區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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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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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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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自

α
-
m

自為的社區

communitv 
for itself 

面對資訊化社會浮現之新挑戰，全球經濟與不均等發展，包括了日漸顯著的兩極化與

社會張力同台並存。一方面，全球鉅形城市 (megacities) 如全球網絡的節點般作用，做為

資本跨國流動之地標。城市-區域( city-region )按照新工業空間的網絡進行再結構。另一

方面，地域上不相連與片斷化的城市與階級、性別、性傾向、族群、環境、甚至是宗教議

題相糾結，表現為認同的社會運動 (Castells ， 1996, 1997; Borja and Castel1s, 1997; Hs悶，

1998b) 

超過先進工業國的制度性分工，過去地方政府經常扮演再生產領域中的角色，以集體

消費之形式提供勞動力再生產領域所需的都市與社會服務。現在，城市-區域治理體系更強

烈地關係著城市-區域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再工業化的機會。

然而，資本主義全球再結構已經在現存的中央-地方權力集團中創造了裂縫。一個政治

上更開放的、分權的、透明的、與更有反應的全球城市-區域 (g1oba1 city-region) ，真正地

挑戰著常規性的國家政治。中央政府日漸不能應付複雜與變動的都市問題，而地方政府處

理這些問題的制度性資源叉很有限，尤其在開發中國家尤為措掘。然而，草根社區給予地

方政府壓力確是持續性的。所以，政府角色必須轉變。北義大利地方與區域政府在城市-區

域治理 (city-region governance) 制度改革上的成功，一方面給予我們啟發與想像未來地域

自主性的可能的空間，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更清楚理解到台灣，或亞洲國族國家改革的歷

史限制與困難 (Cheng and H帥， 1999) 。傅約翰 ( John Friedmann) 稱這種亞太國家政治轉

化的新趨勢為市民社會的新政治( Fri巴dmann， 1997a, 1997b; Fri巳dmann and Doug1ass , 

1998 ) 

此外，全球經濟已經經由跨國的勞工移民增加了全球城市-區域的族群與文化豐富性。

社會結構日增的豐富性與其社會動力，要求這些城市-區域能提出新的多元(重)文化之地

方政策。

所以，像新政治中的階級、婦女、男女同性戀、以及少數民族...等所涉的社區運動與

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言，社區參與有歷史性的關鍵作用。

comrnumty 
consclOusness 
社區意識

• 
urban crisis 
都市危機 • community 社區運動

口lOve口lent

圖 2

至少就台灣的個案言，在國家之政治權力結構再結構的歷史時勢中，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都曾以不同的政策名稱提出社區營造與社區賦權的計劃，試圖正當化國家(黃麗玲，

1995; 夏鑄九， 1998的 。例如在1990年代初行政院文建會曾經發動一個特殊的文化政策，

社區總體營造(它的名稱有幾種不同的英文翻譯;像“Community Renaissance" 

“Community Empowerment" '或是直譯為“Community Bui1ding" 等) 。後來一些其他的

中央政府部會也推出類似的政策，像環保署、經濟部商業司、內政部營建署等。在地方政

府的例子中，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主導的地區環境改造案，以及，在文建會社區總體

營造政策方向下的宜蘭縣、新竹縣、市、高雄縣、連江縣(福建省的馬祖列島) ...等，都

有積極的作為。甚至可以說，在國家再結構過程中浮現了一種新的領導權，這就是台灣認

同的建構。這是地域認同與國族國家認同之複雜併存，在國族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也存在

了一定的張力。這是台灣的特殊性，也是浮現中的市民社會的地方自主性之挑戰之一，

即，在民粹民主與草根民主之間的微妙差異所在。

簡言之，經由社區參與的機制，地方與都市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都市政策，以及，轉

化國家 。最後，地方社會變得成熟。這是曼威 ﹒柯司特 (Manue1 Castel1s) 所謂的，在草根

社區參與基礎上國家與社會問的一種新歷史關係之樹蕃 (Castel1s ， 1983: 3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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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論

規劃做為一種過程，它超過了做為決策過程經理的一種技術，也超過了以文化與論述

之符碼營造對未來的視野、願景與憧憬，規劃過程最關鍵的特質在於一種政治過程。任何

規劃構思上的奇想，以及都市設計提出的遠景都必須經由規劃過程落實執行，以及，與社

會結構性的改變互動。這就是為什麼對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與地方社會的分析能力有舉足

輕重的關鍵作用。在對地方政治分析性知識的基礎上，碴商過程的協議能力比較能夠有效

地發揮。舉例而言，在台灣，社區設計在過去十年之中並不只是對草根社區賦權，而且在

都市意義 (urban meaning ) 的歷史層次上賦予了台灣城市“市民城市"的意義，對抗官僚

城市與投機城市。前者，官僚城市，代表了一直到1990年主導台灣城市的威權國家領導權

階級的權力與支配性價值。而後者，投機城市，則代表了 1970年之後，貫穿台灣城市與社

會的特殊經濟模型所需的，發展，性(發展掛帥)國家親發展的領導權價值。所以，社區設

計做為社區動員，正為浮現中的市民社會之地方自主↑生創造了抵抗空間，對抗國族國家的

中央集權式管理。這也就是說，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市民城市像抵抗的戰壞一般

作用著，與歷史地建構起來的發展性國家的領導權與權力集團進行鬥爭。

更有甚者，規劃過程可以不只是在既定的地方權力關係中磋商、討價還價與協議

(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 ，規劃師必須超過僅是權力交換過程中的權力搞客角色(就

如同股票捕客一般)。規劃並不是個全然中立的過程，這裡有某種折衝 (maneuver) 的空

間。所有折衝、動員與策動的規劃過程都是政治的。要穿透地方政府/地域國家與改變既

定地域中的權力關係，規劃師與設計師必須像社區的組織者與草根的動員者一般工作。考

量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自主性，我提出轉化隙縫( enclaves of transformation )之營造一一

不論它是政治的，空間的，還是象徵的。當然，轉化的隙縫必須進一步做為資訊化社會中

抵抗的網絡 (network of resistance) 與草根團體的網絡 (network of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事實上，全球化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國族國家弱化時，它的相對體，市民

社會，其實也隨之動搖。市民社會不是一個去歷史與去政治的人類未來，也不是我們滅頂

前的稻草。地方自主性的建構是要抵抗並翻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不是回到中世紀的歐

洲或是十四世紀的義大利城市。我們都還在摸索已經來臨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矛盾，尋

找抵抗基地的過程之中。而社區參與式設計提供的也是一種過程，它與草根人民結伴而

行，一同改變空間，以及，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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